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形成过程，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历程的理论总结，又是一系列概念演变的逻辑必然，还是党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概念总结上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它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历程的理论总结，又是一系列概念演变的逻辑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概念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它们都具有字面上所强调的共性——“中国特色”，同时彼此又具有自己的个性，前一个概念为后一个概念的提出奠定基础，后一个概念则是前一个概念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通过考察这些概念演变的过程，可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产生的逻辑必然性。 
    一、“中国特色”概念的提出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是以学习苏联为主的。党的八大前后，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苏为鉴”的命题，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行业和领域开始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特色”一词开始见诸报端。如1957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用法：“中国的老百姓欢迎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的音乐曲调，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不仅如此，具有民族风格、地方色彩的音乐像长上了翅膀，飞越过国境，在世界人民的文化生活中起着莫大的作用。”“我们的音乐家目前要多多发掘和继承我们祖国丰富的音乐遗产，并在这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音乐来。”这里“中国特色”一词是用来形容音乐的。从这时起，“中国特色”逐渐被应用到艺术、经济、科技等社会领域。 
    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些领域所强调的“中国特色”始终没有全面和系统地上升到政治尤其是政策领域。囿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没能完全突破苏联模式。显然，把“中国特色”放在“社会主义”前面，在当时历史条件并不具备，时机也不成熟。 
    二、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被束缚已久的思想。在此基础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过去搞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 
    这种反思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又讲到：“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是“中国特色”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体现，是“中国特色”在时代背景下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目标的总纲，在这一总纲的指导下，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纷纷强调“中国特色”。如1980年9月25日，《人民日报》载文指出：“我国民族工商业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不仅对于中小企业，就是对于大型企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中国特色”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1981年7月1日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决议精神指导下，“中国特色”突破经济领域，在社会各行各业纷纷展开。 
    1981年2月2日，于光远就《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问题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时，用了“
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大型百科全书”的概念。同年11月13日，又有人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工作科学理论”这样的概念。 
    显然，这两个有关“中国特色”的提法属于精神文明领域。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了。由于“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强调的是经济领域的“中国特色”，而改革实践已经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扩展，“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难以全部涵盖进来，所以又出现了“中国特色”的百科全书、思想政治工作等概念。这样，概念的逻辑发展要求提出另一个能涵盖所有领域的概念来指导人们的行动。所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就呼之欲出了。1981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由于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所以，作为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就水到渠成了。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 
    三、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社会各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随着实践的深入，对实践的认识和概括也在发展。党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等观点。对这些概念和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层次性、有序性、递进性、交叉性，从整体上作合乎逻辑的、系统化的概括，就将构建一种理论学说。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深化发展，必然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催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一新概念。党的十三大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概括。 
    党的十三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12个方面的内容概括还只是“初步回答”和“轮廓”，这就意味着这一理论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比如，判断改革姓“资”还是姓“社”的 “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这些观点同党的十三大提出的12个概括相比较，又有了重大进步和创新。可以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总结。这表明，十三大和邓小平“南方谈话”已经从总体性、综合性的角度来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了。而在这一理论的总结和发展过程中，邓小平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前面冠以邓小平的名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概念逻辑发展的必然。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篇就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建设的外部条件、建设的政治保证、建设的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9个方面作了精辟的阐述。为了使概念表述更加言简意赅，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省略了“同志”二字，不仅使表述更清晰、简洁，而且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对应的功效。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衷，主要是想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脱出来，从传统苏联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再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个动宾词组，所以，不管提出的初衷也好，还是词组本身也好，强调的都是中国的发展方向。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强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党的十三大以后，中国的发展方向越来越明确。十四大从9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概括，并冠以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的名字。这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成熟，表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邓小平理论”和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清晰化的体现和发展。理论在发展，表述理论的概念也应随之发展。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就应运而生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的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有独创性的社会主义道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成熟。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形成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全面拓展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在这些重大战略思想相继产生的同时，人们也在思考，改革开放近30年来所产生的理论成果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共同的理论主题是什么？实际上，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围绕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大命题展开。近30年来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整体，将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十六大以来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正是在实践和概念逻辑发展的双重作用下，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已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更进了一步，第一次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报告同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发展阶段上，肯定还会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但可以认为，每个发展阶段上的新成果都可以用一个理论主题、一个理论名称贯穿，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形成，体现了概念演变的逻辑必然，同时也是党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概念总结上的具体体现。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逐步确立
　　党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确立的。
　　20世纪30年代，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经过长期实践斗争的锻炼，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在指导党的工作中的巨大危害，开始从思想路线上正本清源，逐步形成了科学的思想路线。
　　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初步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但如何把党的思想路线变为全党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在当时还没有解决。这个时期，党内教条主义者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一度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因此，在全党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到党的面前。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为在全党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做了大量工作。为了使党的思想路线系统化、科学化，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文章，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还是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全党的首倡者。为了使全党深刻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写出了《改造我们的学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科学著作，在全党发动了一个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得以正式确立并得到普遍贯彻。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大大的提高了党领导和驾驭中国革命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和激活了党的创造性，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发展道路，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的前七年，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绩。
　　但从1957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毛泽东逐渐背离他原来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虽然60年代初党力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为此作过很大努力，但终究未能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占据党内的支配地位。由于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了党的“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党内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其实质和后果，就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
　　这时，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使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而邓小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奠基人。
　　（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开启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随后，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他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自己都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错了的就不能坚持，而应该改正。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恩、列、斯、毛都没有说过“凡是”。
　　第二阶段：坚决支持并有力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思想启蒙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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